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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随着新疆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政权的覆灭，清朝逐渐与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

接触，相继促成中亚地区各政权的归附，清朝与瓦罕部的交往亦由此展开。 本文利用清代军机处的满文录副奏折、寄信档

等资料，不仅梳理了清朝和瓦罕朝贡关系的建立过程，还探究了乾隆年间在面对瓦罕的内部争斗，以及瓦罕与巴达克山、布
鲁特诸部争端时清朝的应对策略，揭示了乾隆时期清朝在面对中亚事务时秉持的“有限介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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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罕（Ｗａｋｈāｎ）位于兴都库什山北部，西至喷赤河的伊什喀什姆（ Ｉｓｈｋａｓｈｅｍ），与巴达克山相

连，北至萨雷库里湖（Ｓｉｒ⁃ｉ⁃ｋｏｌ），东到小帕米尔与瓦罕帕米尔在布才拱拜孜（Ｂｏｚａｉ Ｇｕｍｂａｚ）附近的

分界处，这里是连接中亚和新疆的要地，历史上的瓦罕部或土邦曾经控制着如今“瓦罕走廊”的部分

地带。①

根据斯坦因（Ｍａｒｃ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的梳理，瓦罕在中原史籍中最早被称为“休密”，②即《后汉书·西

域传》中所言的“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翕

侯”。③ 北魏宋云和慧生的旅行记录将瓦罕所在的地区称作“钵和”。④ 唐朝时期，瓦罕被官方记作

“护密”或“护蜜”，⑤《大唐西域记》则称其为“达摩悉铁帝国” （Ｄｈａｒｍａｓｔｈｉｔｉ），⑥另外在高宗显庆年

间，“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⑦ 在非汉文史料中亦有涉及瓦罕的记录，如 １０ 世纪

的波斯文地理学著作《世界境域志》（Ｈ·ｕｄūｄ ａｌ⁃Āｌａｍ）提到：“什喀什姆（Ｓｉｋāｓｈｉｍ）是瓦罕（Ｖａｋｈāｎ）
的城镇及首府，它的居民是异教徒和穆斯林，瓦罕的首领（ｍａｌｉｋ）居住于此。”⑧马可·波罗（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的行记称：“从巴达哈伤首途，骑行十二日，向东及东北溯一河流而上。 此河流所经之地，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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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瓦罕的地理位置，参考 Ｌｕｄｗｉｇ Ｗ． Ａｄａｍｅｃ ｅｄ．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ｏｌ． １， Ｂａｄａｋｈｓｈ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Ｇｒａｚ： Ａｋａｄｅｍｉｓｃｈｅ Ｄｒｕｃｋ⁃ｕ． Ｖｅｒｌａｇｓａｎｓｔ， １９７２， ｐ． １８３；张安、李春火：《１８—１９ 世纪瓦罕疆域范围考

辨———与侯杨方教授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张安：《瓦罕走廊与瓦罕帕米尔考辩》，《新疆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 Ｓｅｒｉｎｄｉ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１，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１， ｐｐ． ６０—６６．

《后汉书》卷 ８８《西域传》，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标点本，第 ２９２１ 页。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９４ 页。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４ 卷，华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１３５—１１３９ 页。
玄奘、辩机撰，季羡林校《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９７４—９７５ 页。
《新唐书》卷 ２２１《西域传下》，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标点本，第 ６２５５ 页。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Ｍｉｎｏｒｓｋｙ， Ｈｕｄūｄ ａｌ⁃'āｌａｍ：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７２ Ａ． Ｈ． — ９８２ Ａ． Ｄ．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 １２１．



巴达哈伤君主之弟。 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城村，及散布各处之房屋不少。 居民信奉摩诃末，勇于战

斗。 行此十二日毕，抵一大州，宽广皆有三日程，其名曰哇罕（Ｗａｋｈａｎ）。 居民信奉摩诃末，自有其

语言。 善战斗，有一君主名日那奈（ｎｏｎｅ），法兰西语犹言伯爵也。 其人称藩于巴达哈伤君主。”①瓦

罕在 １３ 世纪左右已经是巴达克山的藩属。 １６ 世纪叶尔羌汗国历史学者米尔咱·海答儿的《拉失

德史》（Ｔａｒｉｋｈ⁃ｉ⁃Ｒａｓｈｉｄｉ）中，瓦罕（斡罕）被描述为“八答哈伤地区的边界”。②

瓦罕与中国在 １８ 世纪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随着天山南路大小和

卓的覆灭，清朝逐渐与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接触，相继促成浩罕、巴达克山、博洛尔、洪扎、什
克南等国家或部落的投诚，清朝与瓦罕亦基于该背景而展开交聘。 但是，清代汉文史籍中对这段历

史记载极少，以致过去的论著难以勾画出 １８ 世纪中期真实的历史图景。③

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清代军机处的满文录副奏折、寄信档等资料，梳理乾隆年间清朝和瓦罕

早期的朝贡关系建立的过程。 除此以外，清朝在中亚构建的藩属关系显然在诸多方面皆明显迥异

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特征，④而具体到瓦罕这一特定案例中，这些特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清朝又

将如何介入与瓦罕有关的各类中亚事务？ 本文将对此展开相应的探索。

一　 清朝与瓦罕朝贡关系的建立过程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清军攻取南疆的政治中心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和卓兄弟

出逃。 在综合多方面的情报后，清廷判断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方向，遂派大军继续进剿。 七月初

十日，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彻底击溃叛军，将大小和卓及其残众逼入巴达克山境内。 清朝随

即在中亚展开交涉活动：一方面分别于七月十四日、十八日向巴达克山派遣使者，要求其首领素勒

坦沙（ｓｕｌｔａｎšａ）移交大小和卓，另一方面则与巴达克山周边诸部展开接触，在获取有关巴达克山及

大小和卓情报的同时，接受这些部落归附，进而构建清朝在中亚地区的权力网络。⑤

瓦罕很快因此进入清军的视野。 八月二十一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得知“除使者所行之两条路

外，仍有一条通往巴达克山（ｂａｄａｋšａｎ）名为瓦罕（ｗａｈａｎ）之路”，故富德等命令伯克霍集斯的属下回

子巴拉特、厄鲁特三等侍卫察里克齐兵等前去打探消息，“宣称将进军于瓦罕村（ｇａšａｎ）”。⑥ 八月二

十三日，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ｍｉｒｍａｎｇｓｕｒ）派遣其子苏勒坦（ｓｕｌｔａｎ）持归降表文，与巴达克山素勒

坦沙之使者鄂穆尔拜共同抵至军前，苏勒坦禀称：
我瓦罕部落在巴达克山东北边。 总计有千余户，由我父米尔莽苏尔掌管。 先前大军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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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７ 年版，第 １４０ 页。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 （第二编），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５８ 页。
关于瓦罕与清朝关系的研究，参考 Ａｂｄｕｌｍａｍａｄ Ｉｌｏｌｉｅｖ， “Ｔｈｅ Ｍｉｒｄｏｍ ｏｆ Ｗａｋｈā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ｏｗ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Ｐａｒ⁃

ｔｉ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Ｕｎ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１２，２０２１；侯杨方：《清代帕米尔西部、南部国界与什克南、瓦罕疆域范

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张安：《瓦罕走廊与瓦罕帕米尔考辩》，《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张安、李春火：《１８—１９ 世纪瓦罕疆域范围考辨———与侯杨方教授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等。 另张

安、屠静芬《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利用了部分满文档案，但仍有补充

余地。
参考 Ｍａｒｋ Ｍａｎ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ｇ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ｅｄ．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 ｐｐ． ６３—８９；Ｔａｋａｈｉｒｏ Ｏｎｕｍａ，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
ｓｉ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Ｓａｋｓａｈａ：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２， 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３—４８；耿琦：《再论清朝对中亚宗藩体制的维系与巩

固———以乾隆帝与外藩领主的私人关系为中心》，《清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贾建飞：《清朝对中亚诸部的政策探析———以 １７５９—
１８６４ 年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等。

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达克山考：兼谈准噶尔遗产与清朝中亚外交之初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８８ 本第

２ 分，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派员探听向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消息折》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

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７８⁃１７８５⁃００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尔楚尔（ａｌｃｕｒ）、伊西洱库尔（ ｉｓｉｌ ｋｕｌ）等地追击霍集占等，尽行歼灭，取其万余部众。 霍集占等

败走巴达克山。 听闻将军、大人等已遣使赴我们巴达克山之汗（ｍｅｎｉ ｂａｄａｋšａｎ ｉ ｈａｎ’）素勒坦

沙处，因我父年迈，即遣我祈求归附于大汗（ａｍｂａ ｈａｎ）。 今遇大汗之使率我巴达克山汗之使前

来，特派我呈递书信、礼物、马匹，将归附之故告于将军、大人等。①

清朝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天山南北的场面给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带来极大震撼，②类似瓦罕等小部落

便闻风而动。 富德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将瓦罕称为“ｇａšａｎ”（村寨），据乾隆时期编纂的《御制增订

清文鉴》载，“ｙａｙａ ｈｏｔｏｎ ｈｅｃｅｎ ｉ ｔｕｌｅｒｇｉ ｆａｌｇａ ｆａｌｇａ ｔｅｈｅｎｇｇｅ ｂｅ ｇａšａｎ ｓｅｍｂｉ（凡城墙外面，一片片居住

的，称作村）”，③这与米尔莽苏尔本人后来称瓦罕部落乃“建窝铺而居”（ ｔｏｂｏ ａｒａｍｅ ｔｅｈｅｂｉ）④的自述

是相符的，都在描绘一种简易、低级、乡野的聚落形态。 而苏勒坦称素勒坦沙为“我们巴达克山之

汗”，意指瓦罕曾附属于巴达克山的历史状况。 因此，清朝对瓦罕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

对巴达克山既有势力范围的冲击，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亲眼目睹清朝军队的强势后，便借向清朝表

达归附之意的机会挣脱开巴达克山的控制。 在接受瓦罕的投诚后，富德又于八月二十八日派遣侍

卫额勒登额，“从衮都村（ｇｕｎｄｕ ｇａšａｎ）之南山抄近路，道路甚是险峻，俱系冰石。 又有大山岭，惟勉

强赶路。 四日后于九月初二日，抵至瓦罕村”，⑤由此地再次前往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
清朝官修史籍对此事件的记录可谓寥寥无几。 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

志》提到“拔达克山……其北鄙之城曰斡罕……在古当为乌秅国地也”；⑥而《王公表传》的“霍集斯

列传”部分记作：“时巴达克山伯克素勒坦沙不即以布拉呢敦等献，其邻部曰博罗尔，居巴达克山东，
曰斡罕，居巴达克山北，霍集斯遣托霍斯迁伯克伊斯迈拉和卓，招降博罗尔，复自以哨探兵偕副都统

伊柱屯斡罕。 博罗尔伯克沙瑚沙默特、斡罕伯克密尔莽苏尔遣使告曰，‘巴达克山若不献逆，当助

讨’。”⑦除此以外，自二十四年十月以来，布鲁特、浩罕、安集延、巴达克山、博洛尔等部相继向北京遣

使朝贡，乾隆帝于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召见彼等，并“赐霍罕、巴达克山、齐哩克、博罗尔诸部使臣宴”，⑧

而同期归附清朝的瓦罕却始终未能赴京觐见。
乾隆二十五年的数份军机处档案可对此事提出解答。 三月，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向回疆的叶

尔羌城遣使，携有“奏给大主子（ａｍｂａ ｅｊｅｎ）之书信，进贡之鸟枪、腰刀各二”，⑨参赞大臣阿里衮将奏

书及贡物移交给北京的军机处。 米尔莽苏尔的奏书原本由波斯文写成，经过满文转译的内容如下：
在瓦罕之老奴米尔莽苏尔跪请大主子安：去年，将军率大兵前来追击贼寇霍集占时，进入

古努特地方，老奴我听闻其事后，派遣长子苏勒坦，阖部献首归附。 又，苏勒坦如犬马一般，前
去将军营中奋勇效力。 圣主之大军前来给巴达克山之素勒坦沙消息后，将军率兵在瓦罕附近

地方驻扎。 遣使向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登之头颅尸骸时，我子苏勒坦亦同往，各处皆追随。 取

得霍集占之尸骸时，我子同行。 将军以欲率我子苏勒坦入京城，朝拜主子之金颜而嘱称时，我
子苏勒坦足肿，不能前往而回，我为此斥责苏勒坦等无福。 奴才我每日愁闷难耐之间，本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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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瓦罕部伯克玛尔莽苏尔修书投诚折》（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７８⁃１７８５⁃
０２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Ｖａｌｉｋｈａｎｏｖ， Ｃｈｏｋａｎ， “Ａｌｔｙ⁃ｓｈａｈ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ｈｅｉ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ｒｇｈｉｚ Ｓｔｅｐ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Ｄａｒ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１８６５， ｐ． １８８．

傅恒等撰《御制增订清文鉴》卷 １９《城郭类》，乾隆三十六年刊本，第 ３３ａ 页。
《奏抓拿霍集占有功之瓦罕地方阿奇木伯克米尔麦苏尔请求恩赏片》（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

号：０３⁃０１７８⁃１８２３⁃００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派侍卫额勒登额由瓦罕前往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折》（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７８⁃１７８７⁃０２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５８３ 页。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１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标点本，第 ７３０ 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６０４“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丙辰”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影印本，第 ７８５ 页。
《驻叶尔羌大清国军统帅参赞大臣为收悉投诚奏书事回复瓦罕伯克米尔迈苏尔文文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军机处满

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７８⁃１８２４⁃０１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巴达克山颁旨之大臣返回时，看见我之情势。 奴才我已九十六岁，已将老首献给主子。 此后愿

为如天明般主子万岁。 老奴我原无品物，与若干无能之辈建窝铺而居。 此瓦罕一带地方有贼，
奈何我处若有一物，则恶人即刻抢掠夺去；若不给与，则无计策。 我之此等忧思，于何日可平？
我已年迈，每思虑如何疼爱我子孙之事时，必不知饮食安眠。 求大主子略施恩典。 旁侧之巴达

克山，若有侵扰，即不得安宁。 请主子明鉴降旨，保我太平。①

因为在搜寻霍集占中立有功劳，苏勒坦得到富德的特许，但却因极为偶然的身体因素而错失了这次

宝贵的朝觐机会，致使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此后只能长期维持在回疆地方的层面。 伯克米尔莽苏尔

还在奏书中表达了瓦罕归附清朝背后的政治动因：在通常情况下，中亚地区的商贾、外交使节可经

瓦罕到色勒库尔，此地在“叶尔羌城西八百里，为外藩总会之区”，②进一步前往回疆政治和经济中心

之一的叶尔羌城。 由于人员往来频繁，这条通路上经常会有盗贼出没，而仅有千余户部民且“建窝

铺而居”的瓦罕囿于自身低级的部落组织形态，显然难以抵御这种恶劣的周边状况，亟需依靠清朝

的威势来确保部族的平安；更不用说瓦罕地处巴达克山的东北部，历史上长期为巴达克山所属，所
以米尔莽苏尔极为担忧巴达克山的侵扰。

然而，清朝官方却责成参赞大臣阿里衮回应，称“尔子苏勒坦先前得以朝觐大主子而未能成行，
亦确系无福，尔斥责伊之言语甚对”，婉拒了米尔莽苏尔再次派遣长子朝觐的奏请。 值得一提的是，
阿里衮在致米尔莽苏尔的信件中还提到，“以尔先前派遣尔子苏勒坦曾追随将军营帐，为大主子效

微薄之力，我将军、大人等怜恤尔诚心之回子，尔等前来之部众皆陆续赏赐银两、绸缎、衣服等物，又
将尔设为阿奇木（ａｋｉｍ），授予凭书（ｔｅｍｇｅｔｕ ｂｉｔｈｅ）”，③即存在一个清朝官员将其任命为瓦罕阿奇木

伯克的过程，这虽然不是正式的册封或授品行为，却代表着瓦罕从属于清朝的例行程序。
随后几年，瓦罕仍然没有放弃最初的目标。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七月，米尔莽苏尔再次以长子

苏勒坦·赫·瑚巴特（Ｓｕｌｔāｎ Ｋａｙ Ｑｕｂāｄ，即苏勒坦的全名）为使者抵至亮噶尔卡伦，由卡伦守卫护

送到叶尔羌城后，递交写给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的波斯文信札及贡物腰刀 ２ 把。 信件正文提到：
瓦罕部原为叶尔羌之属。 我祖受叶尔羌大人等恩惠后居于瓦罕之游牧。 现大圣主（ａｍｂａ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ｇｅ ｅｊｅｎ）统辖众部全境，怜恤全众，致阖部皆甚安好。 奴才我亦系所属阿勒巴图，故昼

夜准备效力。 瓦罕地方乃一小部落，如同馆驿般为往来经过之大人、使者、商人所骑马匹供给

饲料、草料，往来经过者皆知矣。 此数年以来，阖部安好度日。 本年未料一场大水降临，游牧之

地大半被淹，除溃散至各处部众外，现唯有几人剩余，故各部之人前来，将我之人扰累。④

米尔莽苏尔请求清朝差遣大臣督理相关事宜，并“派我子苏勒坦·赫·瑚巴特到京城，瞻仰大圣主

之颜”。 叶尔羌边臣坚持这些都是无理要求，并在报给北京的奏折中批驳道：
１． 虽然瓦罕自称“原为叶尔羌之属”———这当然是事实，譬如叶尔羌汗国的第四代君主马黑麻

汗于 １５９２ 年即位后，就曾任命其十二弟阿都剌因担任色勒库尔和瓦罕的总督⑤———但并不像“叶尔

羌、喀什噶尔等城回子一般，给主子进献钱粮以充贡赋”，所以不便“替其办理”平抑周边矛盾的事

务。 除此以外，额尔景额等还指出，“此等外藩（ｔｕｌｅｒｇｉ ａｉｍａｎ）之人皆甚是贪鄙，爱讨便宜”，“如若为

其游牧被水冲没之事遣人代为办理，则别部之人听闻后，皆彼此摹仿以至禀请，将滋生大乱”，必须

打消他们的指望。
２． 至于朝觐之事，额尔景额等认为米尔莽苏尔父子在先前清军追击霍集占时虽立有微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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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抓拿霍集占有功之瓦罕地方阿奇木伯克米尔麦苏尔请求恩赏片》（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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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西域水道记》，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６６ 年影印本，第 ６３ 页。
《驻叶尔羌大清国军统帅参赞大臣为收悉投诚奏书事回复瓦罕伯克米尔迈苏尔文文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军机处满

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７８⁃１８２４⁃０１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派使臣请安进贡折》（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

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８２⁃２２００⁃０１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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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妄自常寄希望于祈求施予主子之鸿恩”，而“此等小人亦不便派至京城”，于是便以“尔瓦罕之游

牧现正有水患，需留办理之人，尔米尔莽苏尔又过于年迈”为由将苏勒坦遣回。
当然，额尔景额也并没有全然不顾瓦罕的处境，仍然在一定限度下给予指示。 例如，对于瓦罕

所起到中亚馆驿的作用和由此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额尔景额在交给尔米尔莽苏尔的札付中先称，
“我使者若赴巴达克山或博洛尔时，会使其带去富裕之口粮、牲畜，原禁止扰累尔等”，但天长日久确

实难保会有人逾禁违悖，所以他决定特地缮写一份“严饬书札”（ｃｉｒａｌａｍｅ ｆａｆｕｌａｒａ ｂｉｔｈｅ），铃印后作为

“凭证”（ｔｅｍｇｅｔｕ）交付瓦罕，“嗣后若我等使者穿过尔游牧时，若有恣意勒索扰累尔等之举，尔即将

我等交付之印结书札（ｄｏｒｏｎ ｇｉｄａｈａ ｂｉｔｈｅ）出示，彼等见后即不敢胡乱行事”。① 最后，额尔景额将这

份文书和作为此次进贡回赐物的两匹绸缎一并交给苏勒坦带回瓦罕。
总体而言，清朝与瓦罕的关系维持在边疆层面，尽管瓦罕多次向清朝表达赴京觐见的愿望，但

清朝的反应却颇为冷淡，其背后缘由正如额尔景额等清朝官员所言：瓦罕部落的体量过小，清朝并

无意强化自身与它的关系级别；另一方面，清朝官员认为外藩部落多系贪鄙小人，所以需要杜绝让

这类小型部落凭借清朝之势滋生事端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考量，清朝便坚决地将瓦罕的朝贡活动

限制在回疆地区，但瓦罕所上交的贡物亦会由官员呈递给皇帝。 例如，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正月，
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便将时任瓦罕伯克苏勒坦·赫·瑚巴特于当年进贡的“腰刀两把”交由侍卫

解京，②同时清朝官员再回赐仓库储存的绸缎等物，由此在叶尔羌等回城完成地方性的朝贡。

三　 清朝对瓦罕内部事务的“有限介入”

关于清朝与中亚的关系性质，学界既有的成果颇为丰富：张永江将哈萨克、布鲁特等界定为“名
义藩部”，即指其兼有藩部和属国的特征；狄宇宙（Ｎｉｃｏｌａ Ｄｉ Ｃｏｓｍｏ）指出，清朝通过与布鲁特游牧民

的朝贡关系构建出一个超越领土阈限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势力范围，布鲁特领袖在其中借助清朝

的赐封维持对部族的统治，并得到贸易市场，及在面对浩罕等敌对邻国的庇护；傅礼初（Ｊｏｓｅｐｈ Ｆ．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注意到浩罕汗国的使者赴京时，乾隆帝通过口译唤浩罕伯克为“吾子”，代表着两者并非是

单纯的、同质于儒家文化圈的封贡关系；吴劳丽（Ｌａｕｒａ Ｎｅｗｂｙ）认为清与浩罕的外交活动在很大程

度上是基于“蒙古式的普世主义”（Ｍｏｎｇｏｌ⁃ｓｔｙ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而日本学者小沼孝博以“主奴”（ｅｊｅｎ⁃
ａｌｂａｔｕ）关系来定义清朝和以哈萨克为代表的中亚首领们所形成的区域政治秩序。③

这些论著所涉及的中亚政权虽各不相同，却都揭示出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清代中亚的藩属体

系恐怕有别于东亚地区的封贡体系，两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文化原理内核，还包括交聘的礼仪与实

质活动。 例如，清朝在与朝鲜、琉球和安南等东亚属国交往时，都会遣使册封国王及其正妻和世子，
颁布诏敕，授予诰命、印章等，④并不会与属国国王的臣子有过多牵扯；在处理中亚地区的涉外关系

时，清朝虽然也曾有过如册封哈萨克中玉兹汗王的活动，但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策略则是对中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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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领主们授予顶翎①———这意味着清朝不仅与君主或带有国家性质的中亚政权建立关系，更着眼

于向清朝表达归附之意的“外藩”。
外藩是对满语 ｔｕｌｅｒｇｉ ａｉｍａｎ 的翻译，直译是“外部的部落”，见诸于各类中亚事务的官方档案，

主要是指归附清朝但又不直接隶属藩部的中亚部落。 这个术语的内涵也包括具有国家性质的属

国，只是比后者的范围更为广泛。 换言之，清朝更多是以部落而非“国家”（ｇｕｒｕｎ）视角处理中亚事

务，这种观念也符合中亚的实际情况，中亚多数小型政权的组织形式确实是部落而非集权化程度更

高的国家。 基于中亚政权的规模、关系的远近亲疏等情况，清朝在王位封授、赏赐印信或顶翎、准许

赴京朝贡觐见或维持边疆朝贡等具体问题上采取灵活却又有原则的立场，构建起由近及远、多元的

中亚藩属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东亚封贡体系内沿袭的原则都应被重新审视。 例如，一般认为

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在大多数时间内并不干预属国的内政。② 但在瓦罕的案例中，这一观察有待商

榷：尽管清朝边臣并不积极参与瓦罕的内政，但仍应瓦罕统治者的请求介入其中。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清朝得知米尔莽苏尔的长子苏勒坦和次子沙扎罕（Ｓｈāｈ Ｊａｈāｎ）“曾为争

分家产事，赴巴达克山之素勒坦沙跟前”。③ 米尔莽苏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之间虽然维持了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但彼此的利益矛盾却不断积蓄，直至乾隆四十七年终于爆发。 四十七年八月，
苏勒坦·赫·瑚巴特亲赴叶尔羌城向办事大臣复兴等控诉道：

我苏勒坦·赫·瑚巴特之父米尔莽苏尔，二十三年迎接大军，与将军、大人等会面后，献首

归附于大主子。 而后，因我父米尔莽苏尔病故，瓦罕之游牧便分予苏勒坦·赫·瑚巴特、我弟

沙扎罕（šａｉｊａｇａｎ）而居伯克位。 此数年来甚是亲密和睦生活。 现我弟沙扎罕骤然性情变化，倚
恃力强，以我弱小而肆意欺压，心生欲独占瓦罕之全境而将我父子侵害之恶念，而后率兵将我

围困。 我苏勒坦·赫·瑚巴特自围困之地逃出后，携我子、妻及随从前来叶尔羌时，将我妻、三
子及随从百余人皆留于卡伦外名为巴日勒之地。 现唯率我一子、随从十九人前来。 如今已无

以自存，祈求大人等施恩，向大主子具奏，救我性命。④

复兴接到呈文后质疑道，既然兄弟之间多年无事，“详察现尔等骨肉之间猝然反目，尔自游牧离开，
沙扎罕独自占据瓦罕全境之故，此显皆尔此数年安居而内心骄纵，失兄之道，偏袒子妻之浅见，听下

人离间之语而致猜疑生”，苏勒坦对此诘问的回答则是支支吾吾，复兴等遂觉其控诉属一面之词。
此时，沙扎罕的使者也抵达叶尔羌并呈文道：

奴才沙扎罕我甚是安好。 我瓦罕之地方，原系与叶尔羌所属之小亮噶尔相同之远孤部落。
凡看到商人抵至，奴才等竭力奔忙饯行，甚是安居。 现我兄驻管森济色迪斯地方，伊平素肆意

勒掯下人，不能安抚人心。 因使瓦罕之地方遭殃，半数人借逃散各地，剩余十余户人，被我规劝

阻止，将其聚拢带至森济色迪斯，将地方占据后，暂行驻守。 将此呈报于大人等。 如何嘱托，沙
扎罕我谨感戴遵守而行。 如若我言语有不实之处，即可遣人察访实处。⑤

面对这两份内容矛盾的札文，叶尔羌城的官员们难以判断孰是孰非。 但在他们看来，“外藩之人，父
子、兄弟彼此猜忌，不计人伦，任意自相戕害，乃其内部常有之事”，无需一再请求乾隆帝降旨裁决。
复兴在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商议后，决定派遣叶尔羌六品伯克买玛第敏和管理布鲁特之戴五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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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卡尔·巴合朱力：《顶翎与治边：清朝对哈萨克的顶翎政策（１７６５—１８４９）》，《清史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２ 期；张伯国：《翎顶赏

赐制度与清代布鲁特治理新探》，《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 １６—１９ 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等因赏缎匹而谢恩并呈文称其二子争斗分家情形折》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

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７９⁃１９２１⁃０２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奏遣叶尔羌伯克随布鲁特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和巴特调解其兄弟之争》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八

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９０⁃２９３６⁃０５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奏遣叶尔羌伯克随布鲁特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和巴特调解其兄弟之争》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八

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９０⁃２９３６⁃０５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品顶戴花翎库楚克将苏勒坦护送回瓦罕，并把两封札付分别交给苏勒坦和沙扎罕，劝诫他们兄弟二

人理应和睦相处。 买玛第敏和库楚克返回后又将此行情况汇报给复兴，表示得到当事者的承诺，
“瞻望大人等教嘱之札，沙扎罕我方见我之过错”，并“遵照大人等之教嘱，沙扎罕我将我兄所属地

方，在买玛第敏伯克等面前交于伊”。① 但是，清朝官员对这番保证的执行情况缺乏实质性监督，沙
扎罕很快就故态复萌。

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五月，苏勒坦派遣其子帕尔哈特伯克至叶尔羌城禀报，在买玛第敏和库楚

克离开瓦罕后，“沙扎罕又食言悖逆，并未将其暂时带走我游牧之数人，及色迪乌苏塔喇克之地给于

我”，②反而继续俘掠其部众、土地和牲畜，是以请求清朝调停。 在这种情况下，复兴派买玛第敏和库

楚克再次赴瓦罕沙扎罕处调解双方的矛盾，在致沙扎罕的札付中质问道：
如今尔听何人挑唆之语，何以又食言悖逆？ 不给还所占之地方、抢夺之人畜且反而抢占，

有将人、马、牛等物掠夺之举，是为何故？ 即应将尔从重治罪，示惩戒于众人。 唯因不可信苏勒

坦·赫·瑚巴特一面之辞，我暂且将尔宽宥。 如今再遣买玛第敏伯克、库楚克伯克到瓦罕，其
抵达后，沙扎罕尔务必照我等嘱托，将尔所占据苏勒坦·赫·瑚巴特之地方，尔掠取之人、马、
牛等物，如数交出，当我等派遣至伯克等面前，即作速给还。 如若有推三阻四之举，我必将尔沙

扎罕，如同衮都伯克沙莽苏尔（ｇｕｎ ｉ ｂｅｋ Šａｍａｎｇｓｕｒ）一般拿获，使居于叶尔羌之僻静弯曲处，将
尔部落交由他人管理。③

叶尔羌边臣在札付中作出威胁姿态，要求瓦罕伯克遵守调停结果，否则将剥夺其部落统治者的地

位。 尽管苏勒坦和沙扎罕都在买玛第敏等面前表示顺从，但双方的争斗却持续到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时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塔崎派五品阿奇木伯克伯巴克沙持两封札付前往瓦罕，劝说兄弟“自
此唯谨遵大人等之教嘱，以得永久和睦而居”，而在巴克沙持的开解下，两人“举动样子甚是恭敬，对
我之照料亦甚佳”，并“欣然承诺，深表感激之情”。④ 这是有关两位瓦罕统治者争斗问题的最后一

份档案，此后他们是否放下芥蒂，遵照清朝官员的嘱托行事，我们不得而知。
总体而言，在面对瓦罕的内部事务时，清朝并非秉持彻底回避的态度，而是采用一种“有限介

入”（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原则来应对瓦罕伯克的诉求。 所谓的“有限介入”的底线即指清朝绝对不

会轻易军事介入中亚的任何争端，避免由此带来的边疆统治成本的负担，这一原则自乾隆平定回疆

初期起就在逐步确立。⑤ 因此，无论瓦罕的两位伯克是否真正遵从清朝官员的决断，清朝都无意派

遣军队深入中亚以直接平息瓦罕的内部纷争。 但作为清朝中亚藩属体系的成员之一，无论清朝是

否乐于管辖境外事务，都有必要维系自身与外藩的关系。
事实上，瓦罕在清朝的中亚情报网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在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以来爱乌罕征讨巴达克山的过程中，瓦罕为清朝探获了相当数量的情报，⑥清朝边臣甚至鼓励沙扎

罕称“尔唯自此将游牧之人众妥善管束，取和于邻部（ａｄａｋｉ ａｉｍａｎ），安宁生活，永远勤于领受大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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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羌办事大臣阿扬阿奏办理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呼巴特兄弟争夺人畜纠纷案并呈咨稿折》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９０⁃２９９０⁃０２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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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ｏｓｃａ， Ｆｒｏｍ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８６—８７；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２１ 页；成崇德：《论清朝的藩属国———以清廷与中亚“藩属”关系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第 ９８—１１９ 页。



之恩惠，将所闻消息核实后立即察明来报”。① 因此，清朝不能完全无视瓦罕的请求，必须在不违背

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回应，以维持对瓦罕等外藩的统治权威性。 清朝官员一方面派遣布鲁特领袖或

回子伯克作为回疆当局的代表前赴瓦罕进行调停，另一方面则通过札付（ａｆａｂｕｈａ ｂｉｔｈｅ）来对瓦罕伯

克进行劝说、宽慰和指示，两者结合使用，构成了外交与政治层面的对中亚外藩事务的“有限介入”
模式，由此在最大程度上及最小代价下消弭瓦罕内政的不稳定给清朝边疆安全和藩属体系所带来

的挑战。
最后，自乾隆四十七年到五十二年间，虽然叶尔羌官员及伯克对瓦罕事务的处理方案和解决经

过皆报告到北京，但乾隆帝本人却未曾过多干预边疆官员的决策，他的朱批多为“ｓａｉｎ ｓａｈａ（好，知
道了）”、②“ｍａｎｇｇａｉ ｕｔｔｕ ｉｃｉｈｉｙａｒａ ｄａｂａｌａ（不过如此办理而已）”③等代表肯定或默认意义的语句，表示

出对回疆地方当局建议的尊重，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瓦罕和清朝关系实质的印证———即更偏

向于边疆地方的微观层面，而非国家朝廷的宏观层面。

四　 瓦罕与巴达克山、布鲁特的争端及清朝的应对

瓦罕地处巴达克山的东北部，且又靠近清朝回疆的边境地带，其部落的安全不免会受到巴达克

山及游荡在卡伦内外的布鲁特诸部的影响。 巴达克山乃清朝在中亚的属国，以乾隆二十四年移交

霍集占尸骸事件为归附清朝的标志。 至于布鲁特的组成则较为复杂，包括与清朝关联最紧密的“内
地”（ｄｏｒｇｉ ｂａ）者，亦有属于卡伦以外的“外藩”诸部，还存在“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

服”④的“永守边界”之布鲁特。⑤ 当瓦罕与巴达克山、布鲁特诸部发生争端时，清朝的应对策略恰恰

能够揭示出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亦能体现前文所言“有限介入”的交涉准则。
（一）瓦罕与巴达克山的争端

自瓦罕归附清朝后，巴达克山仍保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而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对此极为担

忧，屡屡希望借清朝之力挣脱。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沙尔呼勒商伯克玛塔尔穆到瓦罕交付清朝的赐

物时，米尔莽苏尔委托他将一封呈文带到叶尔羌，内中称：“先前，我二子曾为争分家产事，赴巴达克

山之素勒坦沙跟前。 现各自回来。 素勒坦沙称我为一不中用之人，强横遣人专将我家产拨于彼等。
虑及素勒坦沙仍将我忌恨，所求之事乃请将军、王怜悯我老命，指给我一条奋勉之路。”⑥这番话透露

出，彼时瓦罕的内政仍被巴达克山控制，致使苏勒坦和沙扎罕在进行部落的财产分割时，需赴巴达

克山请求素勒坦沙裁决。
在览遍米尔莽苏尔的书信后，办事大臣新柱等却认为素勒坦沙“以米尔莽苏尔年迈而将其家产

分给伊子，并未侵掠其游牧”，称“伊称遭素勒坦沙忌恨而请求教诲之奏，诚属年老昏聩”，便命商伯

克玛塔尔穆将一封札付带到瓦罕，对其开导训示：
我等为尔等将此事尽心筹划。 素勒坦沙并无将尔怀恨之事。 何以谓之？ 尔今已年岁甚

高，理应思自养安居，应将部落事务分予尔子嗣管理，尔将要紧之事统揽办理。 现素勒坦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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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替你安排，我等还以其为有怜悯尔之意。 将其人口、游牧分给尔子者，与尔所统辖皆相同。
素勒坦沙又未抢掠尔之部落。 尔何必胡乱猜疑？ 尔嗣后惟有教导子嗣，以将部落事务妥善办

理。 光天化日之下，仰赖大主子之恩，安逸而居，含饴弄孙是也。 尔寿命绵远，部落之人亦得而

安静度日。 尔何必多余烦闷？ 好生遵循我等所言，切勿违悖，特此交付。①

作为直观对比，在同年发生的巴达克山侵占博洛尔所属之奇特拉尔领土事件中，新柱认为此举“形
同叛逆，甚为可憎”，遂建议乾隆帝发兵征讨巴达克山（此议最终被乾隆帝否决）。② 由于博洛尔亦

为清朝的中亚属国，而素勒坦沙侵吞奇特拉尔之举明显构成对清朝中亚权威地位的挑战，故新柱等

官员的反应极其激烈。 相较而言，他们对于素勒坦沙在瓦罕的所作所为要平静很多，除了瓦罕仅为

在叶尔羌城朝贡的外藩诸部，其地位远不能与博洛尔相提并论的客观因素外，素勒坦沙只是代替米

尔莽苏尔行使分家之权，而非侵吞瓦罕的领土，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清朝的利益，这里所谓的“实质

性”指劫掠或侵吞其他外藩的领土等行动，它们决定着清朝官员的反馈力度。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十二月，继任的瓦罕伯克苏勒坦和沙扎罕遣使到叶尔羌呈给办事大臣期

成额、额敏和卓波斯文书信各一封，并由阿奇木伯克鄂对翻译成满文，内称：
瓦罕之人系与叶尔羌卡伦相同驻守之阿勒巴图（ａｌｂａｔｕ），原本给与往来者口粮、给马匹草

料。 如今巴达克山使者往来经过时，扰害我游牧之人。 在我等先前惯例中，所过使者之一匹马

每日给两小回帽粮食，现索要八帽粮食；使者等歇宿时，索要羊、酥油，且又从我等所属之小部

落处索要皮袄、袍子、鞋各十件，马驹各十头，皮张、带子等零碎物件。 又将众使者之行李命我

下人背负而行，已有数人死亡。 又换乘我等马匹，原无此等惯例。 我等以叶尔羌之大人们曾嘱

咐不可扰累部落众人之处告于使者等，伊等反倒愈发刁难。③

经过对使者的当面盘问，期成额等确定呈文中的物品数目与口供相符。 期成额等认为，“巴达克山、
瓦罕等部之人，皆同样为主子之阿勒巴图”———阿勒巴图源于蒙古语的 ａｌｂａｔｕ，即封建领主的属民

之意，而“主子—阿勒巴图”也是蒙古社会的基本结构。④ 这种说法在很多蒙古语文献中都有提及，
如萨囊彻辰《蒙古源流》便称“庶民百姓（ｑａｒａｃ̌ｕ ｉｒｇｅｎ），岂能无主（ｅｊ̌ｅｎ）”。⑤ 由于准噶尔汗国曾作

为一强权出现于中亚地区，清朝在与中亚世界打交道时，便多以蒙古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为媒介，⑥这

里强调的其实是巴达克山与瓦罕皆系清朝藩属的事实———不管是否发生了换乘马匹、索要下人背

负行李致死等事端，“若有使用口粮、衣物等事，理应互相沽卖、交易”，而巴达克山使者赴回疆时，
“仍拘泥其旧习（ｆｅ ｔａｃｉｎ），向瓦罕处获取口粮、衣服，殊属非是”。 期成额等同时辩解道，呈文中提

到的巴达克山使者盖巴尼咱尔（ｇａｉｂａｎｉｄｚａｒ）在到达叶尔羌前，清朝官员对其出访毫不知情。 然而，
期成额等还是在寄往瓦罕的札付中保证，“嗣后……若有巴达克山往来之使者，勿论各自绑缚口粮

而行，尔等无需供应；若致途中不能供给而有彼此交易买卖之事，任凭尔等意愿”，并且也对盖巴尼

匝尔等提出了相应的警告。
清朝对于瓦罕和巴达克山争端的介入程度也就仅限于此。 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十月，叶尔羌

办事大臣期成额建议，“沙尔呼勒之外巴达克山、什克南（ ｓｉｋ ｎａｎ）、博洛尔（ｂｏｌｏｒ）、奇特拉尔（ ｃｉｔ⁃
ｒａｒ）、瓦罕、衮都、萨尔哈特（ｓａｒｈａｔ）等部虽有归附之名，却不可与纳贡之回子（ａｌｂａｎ ｊａｆａｒａ ｈｏｉｓｅ）等
相比”，故而如果它们“彼此抢掠，在奴才等前争讼”时，“若无涉及咱们边疆（ｍｕｓｅｉ ｊｅｃｅｎ）之事，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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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等唯持道理（ｄｏｒｏ ｇｉｙａｎ）教导驳回”，但是如果“有咱们布鲁特（ｍｕｓｅｉ ｂｕｒｕｔ）将伊等劫掠之事，则
奴才等照常严加办理”，此奏得到乾隆帝的批准。①

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十二月，乌什参赞大臣永贵接到苏勒坦和沙扎罕使者带来的呈文，提到“巴达

克山之伯克巴哈杜尔沙（ｂａｄａｋšａｎ ｉ ｂｅｋ ｂａｈａｄｕｒšａ）与我等结仇后而为仇雠，曾骚扰抢掠我等地方，
拿走若干物件。 将我弟沙扎罕自罕都特逐出，霸占我父、祖之故土，且还派兵欲毁我瓦罕之游牧”。②

事实上，巴哈杜尔沙的行动是对瓦罕此前侵略巴达克山的报复。 四十年（１７７５）八月，色勒库尔阿奇

木伯克阿卜喇撒就曾向叶尔羌官员提供情报，称“什克南伯克沙旺迪（ｓｉｋ ｎａｎ ｉ ｂｅｋ šａｗａｎｇｄｉ）、瓦罕

伯克沙扎罕、素勒坦沙之子迈默特沙（ｓｕｌｔａｎšａ ｉ ｊｕｉ ｍａｉｍａｔšａ）三人，彼此串通，欲自什克南囤兵，前去

攻打巴达克山之巴哈杜尔沙”。③ 随后，清朝从沙扎罕派遣至叶尔羌的使者口中获悉：
我伯克沙扎罕与什克南伯克沙旺迪沾亲，素勒坦沙之子迈默特沙畏惧巴哈杜尔沙，赴什克

南处躲避后，请求援兵。 沙旺迪听从，率两千兵与迈默特沙一同来到瓦罕。 沙扎罕思及与沙旺

迪沾亲，便给其侄儿阿克尼咱尔一百兵，帮助迈默特沙往征巴哈杜尔沙。 我伯克现在瓦罕，此
前巴哈杜尔沙多次遣人，欲使我伯克追随他，皆未依从。 现又助兵，往征巴哈杜尔沙。 若迈默

特沙等获胜则甚佳，如败于巴哈杜尔沙之手，恐巴哈杜尔沙后日将侵我伯克，是以特派我穆尔

哈比前来呈文，请安于将军、大人等。④

巴哈杜尔沙（Ｂａｈāｄｕｒ Ｓｈāｈ）与迈默特沙（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ｈāｈ）皆曾为素勒坦沙后巴达克山的统治者，
也就是说瓦罕卷入到巴达克山内部的争斗中，⑤并为此感到惶惶不安。 叶尔羌官员们对于沙扎罕妄

图借助清朝之势来消弭危机的请求嗤之以鼻，决定“预先揭露其奸诈计谋”，严厉斥责以断其指望。
因此，当三年后巴哈杜尔沙来犯时，清朝并未有任何行动，仅以札付建议瓦罕“嗣后唯感戴大主子之

恩，仍照先前安静而居，与邻部求和睦，妥善管束守卫部落，抚恤下人”。⑥ 另外，在四十年和四十三

年的两次事件中，清朝官员并未向巴哈杜尔沙或迈默特沙中的任何一人寄札付劝诫，意味着经过多

年外敌来袭和内乱后，巴达克山已经基本脱离了清朝的藩属体系，不再受到清朝势力的约束。
（二）瓦罕与布鲁特的争端

瓦罕与游牧于清朝边疆内外的布鲁特诸部的争端，主要在于后者经常性的劫掠活动。 目前较

早的记录见于乾隆三十四年，瓦罕伯克沙扎罕以布鲁特劫掠其部内人畜为由向清朝求助。 叶尔羌

办事大臣责成布鲁特散秩大臣阿齐睦悉心探访，前往哈喇提锦（ｈａｒａ ｔｉｇｉｎ）布鲁特游牧地将涉案的

两名布鲁特人找出，并查出瓦罕总计被掳走 ４６ 口人、６０ 匹马牛驴和 ４００ 余头羊，但由于各种特殊情

况，如其中有 ２ 口人、百余头羊和 ４０ 匹马早已被贩到安集延，只将能够搜寻到的人畜交还瓦罕。⑦

自此以后，瓦罕凡遇布鲁特劫掠之事，便奏请清朝代为索还。 从清朝的角度来说，这恐怕会引

发其他附带问题。 例如，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瓦罕伯克沙扎罕奏称：
前我兄苏勒坦派其子帕尔哈特、阿克尼咱尔后，希卜察克部之布鲁特多连之子都尔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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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奏闻巴哈都尔沙占领巴达克山并令瓦罕伯克赛占噶安分守纪等情折》 （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

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８７⁃２６４６⁃０１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奏闻巴哈都尔沙占领巴达克山并令瓦罕伯克赛占噶安分守纪等情折》 （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

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８７⁃２６４６⁃０１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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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４３４—４３５．
《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奏报瓦罕伯克遣使呈报拔达克山派兵攻占其属地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

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８８⁃２７７４⁃０２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奏布鲁特归还所抢瓦罕人畜折》 （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

号：０３⁃０１８３⁃２３４２⁃０２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弟色提巴尔第，引领布鲁特沙布塔、阿塔拜、格讷拜、舍第、提利亚奇，奈曼部之布鲁特喀第、托
克塔呼勒、舒古尔比、阿卜甘，提依特部之布鲁特，接连七次将我所属地方劫掠。 此外，多连之

子将罕都特地之一人绑于炭火中烧死，将一人打死。 庄稼皆置马匹踩踏，所住房屋亦被毁坏。
奴才我躲藏于一小院落内，幸而得救。 祈求怜悯。 此次被布鲁特等劫走之人、物件等数额，人
五百，马、牛、羊、鸟枪笼统估计，总计三千。①

沙扎罕向清朝讨要被抢走的人畜物品。 乾隆帝在命人追缴的同时，还派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保成责

问希卜察克的布鲁特比多连，其家族受清朝恩典，“竟敢邀人数次劫掠沙依札罕等人牧场，抢夺人、
物、牲等项，何为？ 现若将情奏闻圣主，定牵连尔，不仅革职问罪，且致家园一并扣除。 此间，我等因

尔前稍效力而予原谅，暂不具奏大圣主，特谕告尔，尔应速核此事，将尔子弟等屡次劫掠沙依札罕等

人、物、牲等，照数催缴赔偿，方能平息此事，尔等家业、园子及数年来大圣主所施之恩，皆可保全”。②

然而，正如四十三年哈喇提锦部劫案的情况一样，被布鲁特劫走的人畜其实很难全部追回，是以清

廷于五十二年正月下谕道：
前为希布察克等部之人劫取瓦罕、棍等地方人、马畜，札饬多连令其追回案。 兹多连遣其

子等，不久由该部追出带回人畜，然被劫部落之人仍嫌少而争执……多连遵行臣等札饬，立即

派人赴各部追索，不久即能追回人畜者，尚嘉，无须深究，将追出人畜交还失主了结则已。 倘瓦

罕、棍等部之人并不知足，仍执意追加，则断然不可……今众布鲁特等，因皆归附，方如此恭顺

退还所掠物项。 此前亦能如此追回乎？ 况且，此等人亦应各自设防自己部落，则遇有前来抢掠

者，断无不能抵御之处。 然平素疏虞，并不留意设防各自部落。 万一发生抢劫等项事件后，岂
能仅靠官代为追出乎？ 著将此札饬塔琦等，此等情形，当作伊等之意明白开诚晓谕瓦罕、棍等

部之人，保成等将解送之人、畜交还结案，断不可使此等人随意妄加侥幸争取。③

这道上谕成为此后清廷处理类似事务时的准则。 清朝官员会尽力帮助瓦罕部讨回被布鲁特劫

走的人畜物品，但绝不会任其所请而妄加追缴。 清朝极其清醒地认识到，布鲁特诸部的首领同意归

还劫掠的物品，乃是由于他们均已归附清朝的缘故。 因此，清朝回疆的官员有必要平衡不同外藩成

员的利益，绝不可能一味地为瓦罕出头而招致布鲁特诸部的不满。

总　 　 结

近年来，学界对清朝中亚藩属体系的特性问题提出了各种新观点，其中一点即清朝是否会介入

中亚事务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否定看法。 这确实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例如，在面对阿富汗杜兰尼

王朝（爱乌罕）这样的强邻时，乾隆帝君臣深知其实力不可小觑，遂对“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所有之

地”发生的任何事务，素来持“不必办理”之意见，避免与其发生军事冲突。④ 此外，乾隆帝还曾多次

表示“朕统一区宇，尔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安集延回众，皆朕臣仆，朕一视同仁，毫无偏向”，⑤不愿

轻易卷入藩属之间的争端。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朝在天山南路的军事力量极为有限。⑥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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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奏报叶尔羌布鲁特希布察克部抢掠瓦罕伯克牧场折》（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档案号：０３⁃０１９２⁃３１４０⁃００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寄谕喀什噶尔办事副都统衔保成等著晓谕多连妥办其子弟事》（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１９ 册，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５６ 页。
《寄谕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等著将追回之人畜交还瓦罕等部》（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１９ 册，第 ５６４—５６５ 页。
惠男：《萨木萨克早年经历考：清朝在喀什噶尔与中亚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困境，１７５９—１７８４》，《“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１０９ 期，２０２０ 年。
《清高宗实录》卷 １０２４“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丁丑”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影印本，第 ７２２ 页。
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第 １２１ 页。



据魏源《圣武记》载，“其回疆南路，则皆换防之兵，共五千七百有六十”，①其中在毗邻中亚的叶尔羌

及喀什噶尔两城各有兵约 ９００ 名，在薄弱的兵力部署的情况下，清朝显然缺乏对中亚地区的投射能

力，所以才会采取相对克制的中亚政策。
然而，如果单纯地将清朝的中亚政策总结为某种绝对的“不干涉”或“不干预”主义，亦无法反

映历史事实的多面向。 正如陈尚胜所言，“清朝所构建的封贡体系，它的首要特征表现为国防安全

的防御体系……清朝最高统治者希望通过与周边诸国的封贡关系来建立自身的藩篱和屏障之意

图”。② 清朝有必要通过维护中亚的藩属体系来拱卫天山南路回疆的安全，更不必说中亚藩属本身

就具有情报战略意义。 因此，与其教条性地将清朝的中亚策略形容为“不干涉”或“不干预”主义，
倒不如思考，在何种情况下，清朝不会干涉中亚事务？ 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清朝会插手中亚藩属的

事务，而这种介入又可能到什么程度？ 本文通过瓦罕的案例对此提出了若干个人见解，清朝对于与

瓦罕有关的中亚事务采取了“有限介入”的原则，简而言之：
１． 清朝官方始终拒绝以武力直接干涉中亚事务。
２． 对于瓦罕内部的矛盾，清朝官员并不完全拒绝参与调解，但主要是采取寄出边疆官员的札

付、派遣伯克和布鲁特使者的形式干预，而非派兵强硬执行。
３． 在乾隆二十四到三十五年间，清朝对于瓦罕及其邻部的争端，如果涉事双方均处在藩属体系

之内，则会通过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解决。 自三十五年以来，清朝拒绝卷入帕米尔以西地区的中亚藩

属之间的斗争。
４． 在三十五年以后，事涉瓦罕和布鲁特之间的矛盾，清朝仍旧会积极斡旋与解决，但同时也会

注意平衡双方利益，不会一味按照瓦罕的请求办理事务。
最后需注意以上仅为乾隆年间清朝的策略，倘若将研究时段顺延到嘉庆、道光时期，情况恐又

会不同。 例如道光二年（１８２２），清廷针对瓦罕遭奈曼布鲁特抢掠之奏下谕道，“斡罕部落，两次被

奈曼爱曼之布鲁特抢去人口马匹牛羊，该伯克遣人赴喀什喝尔、叶尔羌呈递信字，恳求查追，当即驳

饰……卡伦以外，爱曼甚多，彼此抢劫，事所常有，若代为追查，则各爱曼遇有抢失之事，难保不架词

呈诉……嗣后遇有此等抢劫之案，竟可置之不问，免致别滋事端”，③这显然与乾隆时期的政策相悖，
体现出彼时清朝在中亚权力网络的收缩之势。 因此，我们在讨论清代中亚藩属体系的特性问题时，
应以动态的视角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系国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 １９ 世 纪 上 半 叶 清 朝 的 边 疆 与 边 政 研 究” （ 项 目 批 准 号：
２２＆ＺＤ２３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７４ 批面上资助“满蒙文档案与基金治理视域下的清代回疆伯

克研究”（资助编号：２０２３Ｍ７４００８７）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施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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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魏源：《圣武记》卷 ４《乾隆荡平准部记·附录》，《魏源文集》第 ３ 册，岳麓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５６ 页。
陈尚胜：《试论清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清宣宗实录》卷 ２８“道光二年正月乙丑”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影印本，第 ５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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